
 

 

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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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政审批改革对市场效率改进的作用吸引了众多关注，文章主要关注行政审批改革对

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及其对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文章揭示了

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更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产业结构

变动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分析发现：行政审批改革使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这一结论

具有稳健性，其影响机制主要是行政审批改革降低了不同类型企业交易成本；而行政审批改革使产

业的变动更符合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了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文章的研究在提升就业与

劳动收入份额，让增长的收益更多地惠及劳动阶层、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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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地方政府在经济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中国现行

的政治集中和经济分权的政府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

积极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地方政府通过各类干预措施，偏向优先发展能够带来经济快速增

长的产业部门，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推动了中国经

济持续增长（Peneder，2003；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但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行

为的特定方面也包含着引发经济结构失衡的可能”（安苑和王珺，2012），产业结构失衡是其中一

个重要的方面。以追求快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背离了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

所引发的产业结构失衡可能会使地区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其他社会经济发展目标难以达成，包容

性经济发展难以实现。

如果说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能使地区经济结构失衡并进一步影响地区经济发展质量，

那么作为简政放权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突破口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和

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则可能使政府部门明确自己的职责权限，规范地方政府的用权行为，使地方

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和行为面临必要的制度约束，结构失衡的问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

解，进而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在考察地方政府产业偏好的基础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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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变化对地区就业和劳

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的结果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得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这

一结构变动符合地区比较优势，促进了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

本文的研究与以下三支文献紧密相关。第一支是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济影响的文献。

近年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和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在微观企业层

面，相关研究表明，行政审批改革促进了企业创新（王永进和冯笑，2018）、企业进入（毕青苗等，

2018）、企业出口（冯笑等，2018）与企业投资（王红建等，2020），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郭小年和邵

宜航，2019）。在宏观层面，相关研究表明行政审批改革有助于化解产能过剩（吴利学和刘诚，

2018；刘诚和钟春平，2018），通过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夏杰长和刘

诚，2017）。而本文则主要从产业的中观层面分析审批改革对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这将有

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经济影响与作用，从而使关于行政审批改革影响的研究

形成更为完整的结构。第二支是对产业结构变化进行解释的文献，特别是涉及产业结构变化动

力机制的文献。关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机制，一是在市场自发作用下，影响产业结构的供给和

需求因素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发生变动（Kongsamut 等，2001；Ngai 和 Issarides，

2007；Acemoglu 和 Guerrieri，2008）。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典型

特征（Kuznets，1973），因而分析的重点是将产业结构放入经济增长的框架下，解释符合卡尔多事

实的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现象。二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出于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就

业、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融资便利、进入管制、生产许可审批等方式

和手段，对某些产业实施倾斜性的产业政策，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变动（Hirschman，1958；林毅夫，

2010）。国内研究者们更多关注的是财税政策（安苑和王珺，2012；张同斌和高铁梅，2012）和货币

政策（彭俞超和方意，2016）等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这些政策多为间接性的干预手段，而

行政审批作为中国推行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约束力的重要手段（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还未引起

研究者的重视。第三支是关于产业结构变化对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文献。产业结构变化

是解释中国低就业增长和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一个重要变量。相关研究强调第三产业对劳

动力有更高的吸纳能力，但由于中国偏向发展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变化造成第三产业比重偏

低，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就业带动作用的提升（李红松，2003；郑吉昌等，2007）。产业结构变迁对

收入分配的影响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重视（Acemoglu 和 Guerrieri，2008；Alvarez-Cuadrado 等，

2018），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转型是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黄先海和徐圣，2009）。由于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高于第二、三产业，

中国经济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变迁造成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能

够看出关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相关研究更多关注三次产业结构

变化的作用，但事实上由于产业内部不同部门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产业内部不同部门间的

结构变化也会引起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本文关注制造业内部不同部门间的结构变化对

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这是以往研究所未关注的。

本文的研究除了是对上述研究的重要补充，且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外，还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2020 年，面对国内外的新环境和新形势，党中央及时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进一步扩大内

需，显然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能够增加居民收入，为扩大内需提供支撑。此外，由于资本

在居民间的分布不平等，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资本收入份额提升）还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均程度

的上升（白重恩等，2008），因而提升就业与劳动收入份额实际上可能提高劳动阶层的收入从而有

助于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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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偏好现实和研究假说

（一）地方政府的产业偏好：理论与观察。地方政府偏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动机是经济

增长竞争的压力和税收最大化（陆铭和欧海军，2011）。在经济增长竞争的压力上，地方政府官员

面临着同级官员间的竞争，①为在竞争中占据先机，地方官员有很强的激励发展地方经济。政治

集中下的经济分权，使地方政府掌握了广泛的财政权力和行政权力，能够利用各类资源，包括财

税、信贷、土地及各种审批权力（黄亮雄等，2015），为实现经济增长而竞争（张军和周黎安，2008）。

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偏向发展那些能够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产业。资本密集

型产业下的企业规模更大，能够直接提升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由于产业间的前后关联效应更

大，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因而更受地方政府青睐。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过程中，那

些投资规模大的重大项目享受了更多的税收减免、地价优惠、贷款和审批便利，而这些企业通常

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最大化税收上，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一部分税收权力被上收，而

事权分配模式却没有什么变化，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地方财政的收支缺口越来越大，地

方政府背负了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而财政压力是推动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外生动力

（赵文哲和杨继东，2015）。考虑到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所得税税基更大、税收征收的规模经济以及

资本密集型企业带动其他企业发展所带来的税基的增大，都使地方政府有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的冲动②（陆铭和欧海军，2011）。

地方政府对资本的偏好及其影响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相关研究表明，政府对资本密

集型产业的偏好会导致制造业资本深化（段国蕊和臧旭恒，2013），就业弹性偏低（陆铭和欧海军，

2011），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沈可和章元，2013），同时强化了政府经营土地的激励，偏好发展房

地产业和建筑业③（刘红芹，2018），而忽视了服务业的发展（李江帆和杨振宇，2012）。

现有的关于政府产业偏好或投资偏好的研究，通常是从三次产业的层面来阐述的，在他们

的论证中，制造业通常被视为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事实上，政府对制造业内部不同细分行业也

存在不同的偏好，上述学者所阐述的逻辑在制造业内部同样存在，即政府对制造业内部的资本

密集型产业也更为偏好。在产业层面，本文参照宋凌云等（2012），统计了各省“九五”“十五”和

“十一五”规划中提及的重点发展产业的次数，发现在历次五年规划中，资本密集型产业被提及

的次数都要远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层面上，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 年）数据

发现，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在是否获得补贴、补贴获取的数量及是否获得贷款上都要显

著高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④

（二）研究假说。中国是一个政府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经济体（陆铭和欧海军，2011），而行政

审批是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是地方政府践行和实施各类政策，如中央和地方

产业和环境政策等宏观政策的重要工具。行政审批实施成本较低，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更加有效，

相比于其他干预手段，“一纸便利的、必需的营业许可证要比这些策略有效得多，也经济得多”

（施蒂格勒 G J，1996）。通过市场进入许可、项目审批、企业用地审批和贷款行政核准等行政审批

郭小年、邵宜航：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① 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竞争模式，有锦标赛、标尺赛和资格赛之说（杨其静和郑楠，2013），无论是哪一种模式更贴近现实中的中国

地方官员晋升机制，都存在对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激励。

② 地方政府偏好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也与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制度有关，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发展价高

税大的产业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吴敬琏，2005）。

③ 事实上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快速增长所带动的冶金、化工、水泥等行业也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

④ 限于篇幅，五年规划中不同产业的提及次数及不同类型企业在是否获得补贴、补贴获取的数量及是否获得贷款上的比较结果未予展

示，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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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地方政府能够直接影响微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干预各类资源在企业和产业间的流动，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分权和经济分权使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行政审批

手段配置辖区内的各种资源，而由于地方政府掌握了行政审批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可以使用该

手段发展自己偏好的产业。

从地方政府视角，在区域竞争的环境下，为追求地区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会利用行政审批权

力，干预微观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使区域产业结构偏向资本密集

型。上述逻辑的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地方政府审批权力的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会使地方政府的产业偏好受到抑制，地区产业结构可能出现偏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变

化。中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于 2001 年，改革全面启动以来中央取消或下放了数千项

审批事项和权限，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也积极贯彻执行，对各部门的审批事项进行审查和精简，对

审批流程进行简化和压缩，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审批范围、公开审批项目、减少审批环节，提高了

审批效率，公开透明的审批程序也有助于预防和治理腐败。对地方政府而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使其通过行政审批的方式干预区域产业结构的活动受到约束，由于干预手段的限制，政府对资

本密集产业的偏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1：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

够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使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存在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之争（林毅夫等，1994；姚

洋和郑东雅，2008）。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政治上敌视，经

济上封锁；另一方面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使苏联建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两方面的影响使新生的共和国政权选择

优先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赶超战略（张占斌，2007）。改革开放后重工业优先发

展的赶超战略逐渐向比较优势战略转变，但 90 年代的分权体制改革使地区政府加大了对经济的

干预，经济发展出现背离比较优势的变化（蔡昉和王德文，2002）。政治集中和经济分权的体制推

动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竞争（张军和周黎安，2008），为获得更快的晋升和地区财税收入的增

长，地方政府会采取策略性行动，欠发达地区会表现出强烈的竞争追赶动机（陆铭等，2004），通过

使用包括审批在内的各种手段干预市场经济活动，加快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旨在通过发

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赶超的发展战略可能并不符合地区的要素禀赋，林毅夫（2002，2010）

认为最优的产业结构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考虑到现阶段中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发展重化工

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不符（吴敬琏，2005）。中国不同地区间的要素禀赋差异

很大，不考虑地区的要素禀赋条件而实施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可能会背离地区发展

的比较优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政府通过审批程序干预企业活动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

束，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偏好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能获得更公平的发展环境，

经济发展更符合地区比较优势。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假说 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引发的地

区产业结构变动符合地区比较优势。

与上述现象相关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存在低就业增长的现象（Rawski，2001；李红松，2003），

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非一致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

（李红松，2003；郑吉昌等，2007；刘键等，2009）。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来看，以增长速度为主要目

标的发展思路，促使政府推高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李红松，2003），

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通常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蔡昉等，2004）。面对着主要指标

为 GDP 的政绩考核和投资软约束，地方政府偏好于加大力度投资资本密集型产业（刘键等，

2009）。地方政府通过扭曲资本要素的价格，压低土地价格，吸引企业投资资本密集型行业（蔡昉

等，2004）。偏向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业结构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由于资本吸纳

就业的能力较弱使中国在九十年代以后出现就业增长率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审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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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使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会由

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大的就业吸纳能力而增加地区就业。

对于向工业化转型的中国经济而言，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高于第二、三产业，中国经济由

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变迁造成了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

续下降（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黄先海和徐圣，2009）。但研究者们通常关心的是三次产业的比

重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事实上由于产业内部不同部门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产业内

部门间的结构变化也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特别地，制造业内部不同行业的消长变化会影响劳

动收入份额。依据不同产业的要素密集使用程度，可以将制造业各行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两个部门，则整个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可以表示为两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

加权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可以由产业内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所解释。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要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①当行政审批改革使地区

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地区产业结构的

这一变化会使地区总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引发

的地区产业结构变动有利于增加地区就业，同时增加地区劳动收入份额。

三、数据说明和实证设计

（一）数据说明。

1.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参照相关研究文献（夏杰长和刘诚，2017；毕青苗等，2018；王永进和

冯笑，2018；刘诚和钟春平，2018），本文将行政服务中心（Center）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代理变

量。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中国推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是转变政

府职能，建立与 WTO 规则相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而行政服务中心是地方政府推行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项最重要成果，行政审批事项的精简、行政审批方式的创新和行政审批

的制度化都在行政服务中心得到体现（郭小年和邵宜航，2019）。行政服务中心是地方政府的一

项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集大成者（夏杰长和刘诚，2017），其设立时间的

先后能够反映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时序和强度。

我们在前期研究中收集分析了各地行政服务中心成立的信息。图 1 绘制了历年地级行政区

成立的行政服务中心数量情况。从图 1 能够看出，2001 年前成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地区数量较少，

之后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数量迅速增加，2001 年和 2002 年是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数量最多的两年。

这与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启动的时间是契合的，说明在中央的强力推进下，各地政府积

极响应，加快推进本地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本文以中心成立于 2001 年和 2002 年的地

区作为实验组，以中心成立于 2007 年之后及始终未成立中心的地区作为对照组。选择 2001 年

和 2002 年的地区作为实验组的原因，首先是这两年成立的地区数量最多更具有代表性（王永进

和冯笑，2018），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启动的时间节点立即成立

本地区的行政服务中心，更多是为了响应上级改革要求，落实上级部署，②而不是出于自身发展的

郭小年、邵宜航：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① 使用 CES 生产函数进行简单的推导可以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要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条件是，前者的要素替代弹

性要小于后者且替代弹性都要大于 1。黄先海和徐圣（2009）的研究表明，资本密集部门和劳动密集部门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均显著大于 1；魏

下海等（2013）认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通常要小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劳动收入份额，结果表明

劳动密集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要显著高于资本密集部门，结果备索。

② 本文统计了各个省份（不含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个直辖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审批制度改革”或“审批改革”的年份，

2000 年有 4 个省份，2001 年有 14 个省份，2002 年有 8 个省份，2003 年有 1 个省份。2001 年和 2002 年是提及行政审批改革最多的两年，这与

成立行政服务中心地区数量最多的年份是吻合的，这说明各地成立行政服务中心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响应上级改革要求的一项改革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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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毕青苗等，2018），因而更接近是一个“准自然实验”。①

2. 地区产业结构。本文使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相对市场份额反映产业结构，即该地区资本

密集型产业的市场份额与该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份额的比值，该指标事实上就是两类产业

的产值（或就业）之比。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定义，直接使用人均资本存量来划分劳动密集型产

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首先计算 1998 年两位数行业的人均资本

存量，②将高于人均资本存量中位数的行业定义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其他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使

用样本初期 1998 年的数据来计算这一指标而不是整个样本期（1998−2007 年）的面板数据，旨在

尽量避免可能存在的产业定义的内生性问题。为避免计算单一指标可能出现的偏差，③分别使用

增加值、总产值、销售收入和就业计算地区产业结构指标。本文直接使用 Brandt 等（2012）提供的

产出价格指数对增加值、总产值和销售收入进行平减，同时对产业结构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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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历年中国地级行政区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数量

 

（二）实证设计。基于上述分析，为验证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设计

如下的回归模型：

S tructureit = α0+α1Centerit +γi+δt +µit （1）

i i t S tructureit

Centerit i t

α1 < 0

γi δt

µit

其中，下标 表示第 个地区， 表示时期。被解释变量（ ）是地区产业结构，用资本密集型

产业的相对市场份额表示。 表示 地区在 期是否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1 表示该地区已经

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0 则表示未成立行政服务中心。显然如果 ，说明行政服务中心的成立

使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地区市场份额减少，该地区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的结构变化，反

之则说明行政服务中心的成立提高了该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市场份额。 和 表示地区固定

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式（1）事实上是一个多时点的双重差分（DID）模型，④DID

方法估计的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处理前后间差异的差异（Difference-in- Difference）。为了控制潜

在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地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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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本文也尝试使用以成立时间为 2001−2004 年的地区作为实验组，以成立时间大于 2007 年或者未成立行政服务

中心的地区作为对照组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仍然显著。实证结果备索。

② 具体的处理过程可向作者索取。

③ 例如，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强，如果仅使用就业指标计算该行业地区市场份额可能会出现高估。

④ 多时点的 DID 方法在国内外许多研究中得到应用（Gruber 和 Hungerman，2008；郭峰和熊瑞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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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1 γi δt

µit

式（1）中参数 的无偏估计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给定 和 条件下变量 Center 与随机误差

项 不相关（条件均值独立性假设），二是不存在溢出效应（SUVTA），即行政服务中心的成立只影

响处理组，不会对其他未成立行政服务中心的对照组产生交互影响（Lu 等，2019）。对于条件均值

独立性假设，一个可能的威胁是处理组的选择不是随机的，处理组与对照组事前的差异造成了

两者随后产生变动趋势的差异。为消除这一威胁，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处理组与对照组事前

的差异（Li 等，2016），将式（1）修改为：

S tructureit = α0+α1Centerit + (S × f (t))′β+γi+δt +µit （2）

f (t)

S × f (t)

S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参考相关文献（宋凌云等，2012；韩永辉等，2017），本文选择下述指

标作为式（1）的控制变量：人均实际 GDP，第三产业比重，各地区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与地区全

部人口的比例，FDI 占地区 GDP 的比重，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对数），存贷比，贸易依存度和

城市行政等级。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1999−2007 年）》，由于缺乏

1998 年数据，本文使用 1999 年的上述指标来反映地区间事前的差异。 表示时间的函数，参照

相关文献，使用时间的三次函数。 表示事前不同地区的特征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呈现

特定的时间趋势。在下文的实证回归中，本文还进一步引入事前地区特征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

互固定效应，以更严格地控制事前地区特征随时间变化的一般趋势。

双重差分方法能够有效识别因果关系的关键前提条件是共同趋势假设成立，即在行政服务

中心成立之前，实验组地区与对照组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不会随时间发生系统的变化。共同

趋势假设不成立将导致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是有偏的，无法识别出真正的因果关系。本文使用事

件研究法建立如下回归模型以检验共同趋势假设：

S tructureit = α0+

6∑
k=−4,k,−1

αkCenterk
it + (S × f (t))′β+γi+δt +µit （3）

Centerk
it Centerk

it k

K < 0 Center−1
it

αk(K < 0)

其中， 是一系列的虚拟变量， 表示 i 地区距成立行政服务中心还有 期时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当 时表示中心还未成立。上式忽略了中心成立前一期的虚拟变量（ ），

这意味着上式以中心成立前一期为基准组。如果 不显著异于 0，意味着处理组与对照组

的事前变化趋势不存在差异，共同趋势假设得到验证。

上述识别策略还可能面临存在溢出效应（SUVTA）的问题，对于本文的分析而言，行政服务中

心所带来的更便捷的审批流程可能会诱使未成立中心的周边地区企业向建成行政服务中心的

地区迁移，从而使基准回归结果出现偏误。①基于此，参照王永进和冯笑（2018），本文删除了成立

时间晚于该地区行政服务中心成立时间的企业样本和企业注册地址发生变更的样本重新进行

回归。

四、实证分析

在样本期（1998−2007 年），部分地区的行政区划发生了变化，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在下文

的实证分析中，删除了在样本期间发生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地区样本。

（一）基准回归。先后对使用增加值、总产值、销售收入和就业计算的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相

对市场份额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分别对应表 1 中的 Panel A 至 Panel D。列（1）只控制了地区和时

间固定效应，参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这表明行政服务中心的成立能够显著降低该地区资本密集

型产业的比重，使地区产业结构发生偏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变化。列（2）引入了地区事前特征与

郭小年、邵宜航：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① 这事实上也是样本自选择问题（Self-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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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三次函数的交乘项，列（3）控制了地区事前特征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固定效应，相比列

（1），列（2）和列（3）的参数估计值略有减小，但仍然至少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双重

差分的估计结果并非完全由处理级和对照组之间的事前差异所导致的（Lu 等，2019）。
 

表 1    回归结果

Panel A：增加值 （1） （2） （3） （4） （5） （6）

Center −0.3829***（0.0925） −0.2702***（0.0838） −0.2754***（0.0868） −0.2330***（0.0893） −0.2012**（0.0901） −0.2403**（0.1050）

样本量 1 783 1 598 1 598 1 394 1 393 1 394

R2 0.8429 0.8827 0.8853 0.8951 0.8950 0.8966

Panel B：总产值

Center −0.3642***（0.0902） −0.2340***（0.0774） −0.2388***（0.0803） −0.2295***（0.0827） −0.1905**（0.0849） −0.2147**（0.0950）

样本量 1 783 1 598 1 598 1 394 1 393 1 394

R2 0.8577 0.8914 0.8935 0.9025 0.9092 0.9109

Panel C：销售收入

Center −0.3470***（0.0898） −0.2209***（0.0770） −0.2248***（0.0798） −0.2194***（0.0819） −0.1794**（0.0834） −0.2061**（0.0927）

样本量 1 783 1 598 1 598 1 394 1 393 1 394

R2 0.8545 0.8953 0.8973 0.9046 0.9092 0.9139

Panel D：就业

Center −0.2227***（0.0739） −0.1465**（0.0631） −0.1487**（0.0649） −0.1429**（0.0628） −0.1280**（0.0626） −0.1539**（0.0734）

样本量 1 783 1 598 1 598 1 394 1 393 1 394

R2 0.8707 0.8985 0.9021 0.9196 0.9224 0.9211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ntrol×f（t） 是

Control×Dummy_year 是 是 是 是

领导更替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地区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表统同。
 
 

（二）稳健性。本文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1）遗漏因素，引入地方主

要领导的任期和年龄；（2）考虑溢出效应和样本自选择问题，删除成立时间晚于该地区行政服务

中心成立时间的企业样本；（3）更换指标，基于全样本时期（1998−2007 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计算

得到的人均资本存量而定义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计算其相对地区市场份额；（4）参照相关研究

（Li 等，2016）进行安慰剂检验；（5）考虑其他可能解释，行政服务中心成立对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

相对份额的负向效应可能是由于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面临的审批程序的繁杂程度和审批层级

不同造成的，本文依据审批程序的数量和层级，将所有产业分为两类（需要更多审批程序的产业

和需要更少审批程序的产业，需要国家或部级部门审批的产业和不需要国家或部级部门审批的

产业），计算两类产业的地区相对市场份额，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基准回归中。上述稳健性

检验的结果仍然支持本文的结论。①

（三）共同趋势检验。本文对式（3）进行回归以检验共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估计结果见图 2。

能够发现，中心成立前的指标均不显著，而在中心成立后，参数估计值显著为负，并在一开始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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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未予以展示。此外，本文的分析还表明在竞争压力大或财政压力大的地区，地方政府发展资本密集型产

业的偏好更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地方政府资本密集产业偏好的抑制作用也更强，对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更大，回归结果可向本文作

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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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呈不断增大的趋势。这一结果表明，在行政服务中心成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有着类似的变化

趋势，但在中心成立后，两者就开始出现显著的差异。上述检验增强了本文估计结果的可信性，

行政服务中心对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应该不是虚假的或者某种巧合。本文的假说 1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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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检验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旨在通过精简审批事项、缩减审批流程和减少审批时间来提高政府的审

批效率，营造良好的企业营商环境。与之相伴的审批工作的制度化建设使审批流程变得公开透

明，减少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寻租行为，这都使得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②但由于政府对

不同产业的偏好差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效应也存在企业间的差异。就

本文的分析而言，出于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的目标，资本密集型企业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前享

受了更多的审批便利，因而审批改革给这类企业带来的交易成本减少效应较弱，而劳动密集型

企业将获得更大幅度的交易成本减少。

本文参照王永进和冯笑（2018），使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三者之和与企业利润的

比重表示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以检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机

制。表 2 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行政服务中心的成立显著降低了企

郭小年、邵宜航：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① 这里探讨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影响，事实上还可以进一步探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产业结构效应是通过影

响企业进入退出还是企业成长来实现的。本文的回归结果显示，行政服务中心使资本密集型产业面临着更大的退出威胁，降低了企业进入

率，但对企业产出的增长率影响不显著。这表明行政服务中心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源于影响企业进入退出的市场更替效应，而不是

企业成长效应。回归结果备索。此处要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和建议。

② 行政服务中心所集中的审批事项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多个环节，既包括企业登记注册、投资审批、经营许可等事前审批，也包括企业

生产过程中的资格认定、税收优惠核准、环境评估和节能评估等审批事项或服务。因此，即使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主要体现为流程的集中，也会

产生由于行政办事效率的提高和审批地点的集聚而使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政策效果。感谢审稿专家对这一问题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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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交易成本，而这一效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不显著。①为进一步检验列（1）和列（2）中参数估计

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列（3）引入了行政服务中心与产业类型变量（Density，1 表示企业所处的行

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0 表示企业所处的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交乘项，回归结果显示，交乘

项的估计值显著为正。这说明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的企业交易成本减少效应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

型产业，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影响较小。
 

表 2    机制检验

（1）Density=0 （2）Density=1 （3）

Center×Density 2.1444***（0.7246）

Center −1.9364**（0.8459） 0.3731（0.8457） −1.6063*（0.9639）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是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是

Control×Dummy_year 是

领导更替 是

样本量 392 118 379 103 714 358

R2 0.3869 0.3841 0.3874
 
 

六、进一步分析：比较优势、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

为进一步验证行政审批改革所带来的地区产业结构变动效应是否符合地区比较优势及对

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依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Baron 和 Kenny，1986；温忠麟和

叶宝娟，2014），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Yit = γ0+γ1Centerit + (S × f (t))′β+γi+δt +µit （4）

S tructureit = α0+α1Centerit + (S × f (t))′β+γi+δt +µit （5）

Yit = λ0+λ1Centerit +λ2S tructureit + (S × f (t))′β+γi+δt +µit （6）

Yit

γ1

α1 λ2

α1×λ2

式（4）中的 是反映比较优势、地区就业或经济增长的指标，式（5）即是对式（2）的复制，式

（6）就是在式（4）中引入式（5）的被解释变量 Structure。中介效应的检验思路首先是检验式（4）中

的参数 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按中介效应立论，如果不显著则按遮掩效应立论；然后是依次检

验（5）式中的参数 和（6）式的参数 ，如果两个参数均显著，则说明行政审批改革通过改变地区

产业结构作用于地区比较优势、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显著，如果两个参数至少有一个不

显著，则需使用 Sobel 检验方法进一步检验两个系数的交乘项 是否显著。

（一）比较优势。为验证假说 2，本文参照 Lin（2003），使用技术选择指数（TCI）来反映地区制

造业的发展是否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该值越小则说明经济发展越符合地区比较优势，反之意

味着对地区比较优势的背离（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 ②表 3 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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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经济发展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特惠制这类非正式制度，这一制度安排下只有有限数量的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但是这些直接从政府帮

助中受益的企业，可以通过股权联系网络将特惠制的好处传递给更多的企业，从而使这一制度可以惠及范围更广的企业（白重恩等，2021）。

因此，少数资本密集型企业由于规模大、带动效应强，在税收减免、地价优惠、贷款和审批便利等上获得政府的支持，同时通过股权联系，可能

使更多资本密集型企业也获得部分好处。这样，由于事前在行政审批上所获得的便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带来的制度性

交易成本减少的效应可能就变得相对不那么显著。感谢审稿专家对这一问题的指正。

② 限于篇幅，技术选择指数具体的计算方法未予介绍，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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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负，说明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有利于地区依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

经济。列（3）进一步引入了产业结构的中介变量，①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显

著为正，说明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相对比重越高，可能对比较优势的背离越严重。与列（2）的

回归结果相比较，列（3）中解释变量 Center 估计值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都有所下降。进一步使用

Sobel 检验，Sobel Z 统计量为−0.022 4，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上述的中介效应成立，

即行政服务中心改变了地区的产业结构，而这种结构的改变是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因此，假

说 2 成立。
表 3    比较优势和就业②

比较优势 就业

（1） （2） （3） （4） （5） （6）

Center −0.1546**（0.0639） −0.1507**（0.0646） −0.1227*（0.0633） 0.1043**（0.0473） 0.1008**（0.0491） 0.0935**（0.0432）

Structure 0.0959***（0.0358） −0.0546（0.0390）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Control×f（t） 是 是

Control×Dummy_year 是 是 是 是

领导更替 是 是 是

样本量 1 401 1 401 1 393 1 606 1 606 1 598

R2 0.8681 0.8722 0.8775 0.9668 0.9679 0.9673

Sobel Z −0.0224*** 0.0150***

 
 

（二）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依据假说 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改变地区产业结构促进了

地区就业，为验证地区产业结构的这一中介效应，本文首先检验总体而言审批改革是否促进了

地区就业。将工企数据库中的企业用工数量加总到地区层面，进行对数化后将其作为被解释变

量。表 3 列（4）和列（5）的回归结果显示，行政服务中心的参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行政服务中

心的设立能够增加地区就业。表 3 列（6）引入了中介变量−−地区产业结构（Structure）。回归结果

显示，Center 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均略有下降，变量 Structure 的系数估计值为负，说明地

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越高，总的就业就越低，但中介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并不显著。进一步使

用 Sobel 检验，Sobel Z 统计量为 0.015，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行政服务中心通过

改变地区产业结构促进地区就业的中介效应成立。

要检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否通过改变地区产业结构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首先面临的问

题就是如何衡量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份额是劳动者报酬与增加值的比重。关于增加值的计

算有生产法和收入法，本文参照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核算方法分别进行计算。具体地，生产法增加

值的计算公式为：③增加值=总产值-中间投入+本年应交增值税。收入法增加值的计算公式为：增

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郭小年、邵宜航：行政审批改革、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

① 这里使用的是增加值计算的产业结构指标，其他产业结构指标的回归结果备索。

② 考虑到 Sobel 检验的局限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本文还使用了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

结果表明，95% 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检验结果备索。

③ 其中：劳动者报酬=主营业务应付工资总额+主营业务应付福利费总额+劳动和失业保险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和住

房补贴+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中其他属于劳动者报酬的部分+实物报酬，生产税净额=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本年应交增值税+管理

费用中的税金+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中其他属于生产税净额的部分−补贴收入。由于缺少部分指标，营业盈余的计算参照钱震杰和

朱晓冬（2013），计算公式为：营业盈余=（销售收入−销售成本−主营业务费用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补贴收入+营业费用、管

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中其他属于营业盈余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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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上述指标的基础上计算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并将其加总到地区层面，考虑到部分

地区出现劳动收入份额大于 1 或者小于 0 的异常情况，本文对该指标进行了 1% 的缩尾处理。

表 4 分别给出了使用收入法增加值和生产法增加值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被解释变量

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增加了地区劳动收入份额，但

在列（1）中参数估计值不显著。①列（2）和列（4）引入中介变量 Structure，结果显示 Center 系数估计

值的大小和显著性程度都分别较列（1）和列（3）有所减少，中介变量显著为负，说明地区资本密集

型产业的比重越高地区劳动收入份额越低。使用 Sobel 检验的结果显示，两个回归模型的 Sobel
Z 统计量分别为 0.005 9 和 0.002 9，且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检验结果表明，行政服务中心

通过改变地区产业结构增加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效应成立。本文的假说 3 成立。
 

表 4    劳动收入份额②

收入法增加值 生产法增加值

（1） （2） （3） （4）

Center 0.0124 0.0036 0.0245*** 0.0187**

（0.0153） （0.0148） （0.0082） （0.0081）

Structure −0.0254* −0.0124**

（0.0142） （0.0060）

样本量 1 402 1 394 1 402 1 394

R2 0.6962 0.7116 0.7846 0.7939

Sobel Z 0.0059*** 0.0029***

七、结　论

本文首先基于文献梳理总结，指出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是地方政府偏向发展资本密集型产

业的两大动机，通过数据分析描述了政府资本密集型产业偏好存在的现实。与财税政策等间接

干预手段一样，行政审批是地方政府干预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因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地方

政府干预经济的“有形之手”受到制度约束，资本密集型产业偏好受到抑制。为验证上述假说，

本文以各地成立的行政服务中心作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代理变量，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1998−2007 年），使用不同指标计算了各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份额，识别了审批制度改革

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一产业结构变化对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

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能够显著地减少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份

额；（2）本文检验了行政审批改革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行政服务中

心设立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效应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影

响较小；（3）进一步，本文检验了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使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份额出现下降的

变化是否符合地区比较优势、是否有助于促进地区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实证结果给出

了肯定的回答。

可以注意到，现有国内相关研究从不同的经济增长视角提出了的政府产业政策能够促进地

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结论。而本文的分析从减少政府干预的角度同样验证了地方政府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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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Zhao 等（2010）认为中介效应无需以 X 对 Y 存在显著效应为前提，出现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作用相反的竞争调节（competitive

mediation）情况会使得 X 对 Y 的回归不显著。在表 4 中变量 Center 不显著，说明行政服务中心还通过别的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效

应，如行政服务中心有助于城市出口规模的扩张（冯笑和王永进，2018），但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抑制效应（张杰等，2012）。

② 模型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控制变量与年份哑变量的交乘固定效应（Control×dumy_year）以及地方主要领导的任期和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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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变动存在重要影响。但不同的是，本文更侧重对经济增长包容性的影响，本文

的分析首先证实了地方政府资本密集型产业偏好的存在，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减少地方政

府对经济的行政审批干预，减轻了经济发展偏离地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结构扭曲。进而有助

于提升就业与劳动收入份额，让增长的收益更多地惠及劳动阶层、实现包容性增长。当然，我们

也认识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复杂性，本文的研究还主要从通过“放管服”改革

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清单，以权力运用的制度化建设约束政府干预的“有形之手”这一侧面

考察改革的经济发展效应。而实际上，改革也包含着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改革对经济发展的综

合效应也并非政府治理与市场化此消彼长的简单二择一，如何进一步区分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与

市场化改革的增长效应则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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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Guo Xiaonian1,  Shao Yihang2，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ast China Jiao 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4，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Innovation & Develop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Summary:  Und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overnance model，local governments have an important im-
pact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e of the important manifestations i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prefer
to give priority to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which can br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various inter-
vention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approvals. While this change i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brings
“structural dividends”，it may deviate from the regional factor endowment. The resul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mbalance may make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othe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such as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clusive growth.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for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cent-
ral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makes
the means and behaviors of lo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face necessary institutional con-
straints by canceling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items and reducing the approval power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eferences are subject to certain restrictions，
and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will change to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ated research，this paper takes the administrative service centers established in
various regions as the proxy variable for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and uses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to calculate the ratio of the market share of regional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to the market share of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 which is used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The em-
pirical research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 centers can significantly re-
duce the proportion of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 Th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the reform of ad-
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o change the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of enter-
prise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ies. The effect of reduc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enterprises es-
tablished by administrative service center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with less impact on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es. This pape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nges in regional employment and labor in-
come shares caused by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finds that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
tem makes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more in line with 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promotes the
increase in regional employment and labor income 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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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nd strictly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supporting kindergartens in urban communities. ”The reason why

kindergarten supply reduces the cost of raising is that it can alleviate the conflicts and liberate families from

all-day care for children.

With the employment of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policy of “establishing kindergartens by so-

cial forces” in 2003，this paper matches CHIP2013 data with the number of kindergartens based on prefecture-

level cities，and uses the cross-sectional DID method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 to find that the polic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families. On average，an increase of 0.1 units in intensity of

the policy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of 0.012 children in affected families. This means that in the five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if there are 20 million families affected by the policy every year，the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in families will increase by an additional 1.2 million. The reason behind it is that the ex-

pansion of kindergarten supply will help families save time for caring for children，alleviate the conflicts，and

then improve fertility.

Further，the fertility effect of the policy is heterogeneous among families. For families with higher con-

flicts，such as families with higher education，families with more distant between family members，or families

with long working hours，the positive fertility effect of the policy is greater. Moreover，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is policy on fertility is relatively higher in areas with larger road pavement. This may be because better road

paving conditions can compress the time and space distance，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kindergartens，and

then reduce the conflicts to a large extend.

On the one hand，this paper makes up for the relative deficiency of domestic literature on the fertility ef-

fect of the expansion of kindergarten supply；on the other hand，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childcare services

for children aged 0-3 have the same function in terms of alleviating the conflicts. In fact，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hina to develop inclusive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to improve fertility. Th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that：Firstly，increase the supply of kindergartens to ensure the nearby admission.

Secondly，reduce the time and space distance between families and kindergartens，effectively shorten the time

cost of approaching and using kindergarten services，and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kindergartens.

Key words:  establishing kindergartens by social forces；  work-childrearing conflicts；  childrearing

costs； fertility

（责任编辑  石　头）

 

（上接第 33 页）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this paper also has important prac-
tical significanc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helps to reduce the
structural distor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deviates from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regional factor
endowments by reducing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interventio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Furthermore，the reform helps to increase employment and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so that the growth bene-
fits will benefit the working class more and achieve inclusive growth.

Key words: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industrial structure； share of labor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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